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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型技术经济范式,其对管理学体系理论产生全方位的冲击,并对支撑

管理学理论的底层逻辑及部分理论产生较大程度的颠覆。 其中,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技术-经济范式深度参与管理活动之

中,其对“管理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工具-管理机制与模式”的管理学理论分析框架产生深刻冲击与颠覆,表现为管

理环境以人工智能(AI)驱动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加速推动管理环境智能化生态化转变、管理主体呈现出 AI 智能体成为管

理决策主体、管理对象从实体物理空间转向数实融合下的“人-物-数据-算法”、管理工具以人机共生实现工具智能化发展、超
级个体、智能化与平台生态化成为新模式与新机制。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全方位参与管理活动之中从根本上冲击了“人的主

体性”这一核心前提,并对人性假设理论、战略决策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与价值创造理论这四类管理学主体理论产生系统性冲

击与颠覆。 未来,需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作为强管理主体的决策方法与决策评估体系研究,并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管理

模式研究及探索基于人工智能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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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 世纪初弗雷德里克·
  

温斯洛·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以来,现代管理学便完成了从经验化管

理到科学化理论的转变,并构建出一套逻辑自洽、体系完备的经典理论框架[1] 。 这一框架的形成与演进,始
终以效率提升与目标达成为导向,形成了标准化、流程化、最优化等多维度的管理学基本思想。 主要表现为

从泰勒以标准化、流程化为核心的科学管理理论,到梅奥霍桑实验开启的聚焦人际关系与非物质激励的行

为科学学派,再到劳伦斯与洛希提出的强调组织与环境动态适配的权变理论,以及后续战略管理、组织行为

学等细分领域的深化拓展[2-3] 。 尽管不同理论的研究视角与核心关切存在差异,但均认为,人类是组织活动

中唯一的理性或有限理性行动者,所有管理逻辑与制度安排均需围绕人的行为而展开。
在这一经典范式下,管理学被普遍界定为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核心手段,协调以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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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组织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系统性过程。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管理学理论至少具有四重维度:其一,
管理主体的唯一性,即具备决策能力与统筹协调能力的人类管理者,主导整个管理过程的推进;其二,管理

对象的核心性,无论是组织内部的员工、团队,还是外部的客户、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人”始终是管理调

控的核心对象;其三,管理工具的辅助性,各类管理技术,均是服务于人类管理者引导、规范人类行为的辅助

手段,不具备自主决策与资源配置的核心权限;其四,管理价值的灵活性,不同的机制能够依据内外部环境、
技术条件及管理对象的变化,动态调整规则、流程与权责分配,以实现组织在效率、适应性与创新之间的有

效平衡。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学理论体系,高效适配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组织形态与生产模式,为企业规

模化运营、标准化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主导了管理学实践与学术研究方向。
然而,21 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主导技术形成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人类社会

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其中,以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自主智能体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其特性已远超传统管理工具(技术工具或者支撑工具)的范畴,即从被动的技

术处理工具转换为具备自主学习、情境感知、决策生成能力的智能主体。 这一技术-经济范式跃迁从根本上

触动了管理学的理论根基,从而有可能引发一场系统性的管理学范式变革。 这场变革不仅仅源于人工智能

作为技术工具嵌入到管理实践中,而是始于其在管理核心领域的角色转变,即在明确的规则框架内,人工智

能技术已能够自主承担资源配置、任务分派、绩效评估及战略构建等一系列属于人类管理者的核心职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完成了从管理的辅助工具、管理的优化对象向管理主体的历史性转变,
由此催生了一系列传统管理理论无法涵盖的新型管理实践[4] ,如对人工智能主体的智能管理、对人机协同

的共治模式、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数字平台管理、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数字创新管理等。 这些新型实践冲

击了传统管理学的理论内核,对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工具、管理机制的经典界定提出了根本性挑战,甚
至倒逼学术界重新审视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框架。

近年来,学界敏锐地捕捉到了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为管理学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全新变化,由此

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人工智能作用于管理学的研究。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管理学的研究涉及财会管理、
创新管理、营销管理、战略管理等多个方面,主要研究范式是将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工具,探究其在不同领域

有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财会管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主要被应用于优化企业在财会管理中的决策等,从而

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出稳健的借款人,降低商业银行在信贷市场中的风险;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出关键董事,优化公司高层决策[5] 。 在创新管理领域,相关研究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

驱动创新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理论方面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创新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观的研究。
例如,Abou-Foul 等[6]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融入动态能力框架中,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优化企业内部

流程,更能推动服务创新和提高社会效益。 实证研究则聚焦人工智能对创新的定量分析等[7] 。 在营销管理

领域,当前的研究集中在企业或消费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应用,以及有可能带来的对企业运营和消费

者行为的影响。 例如,在影响消费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因素方面,包括消费者特征和人工智能特征等,
其中,消费者的特征涉及消费者的能力、预期、动机,当消费者采纳人工智能技术后,能够在购物决策、回购

行为、售后服务等方面产生差异[8-9] 。 在战略管理方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对战略组

织结构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最终的战略效果。 例如,Clough 和 Wu[10]区分了与 API 连接的集中式用户数据与

企业通过私有化部署获得累计用户数据,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企业的边界,从而颠覆产业竞争格局。
可以看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人工智能对管理学的影响远非局部的、工具性的冲击,而是一场触

及学科根本的、范式层面的变革。 这不仅意味着传统管理学理论在解释新现象时面临失效风险,更标志着

其赖以成立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决策理性被动摇。 因此,管理学者亟须超越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框架,发展

出一套能够兼容人机混合智能的新管理学理论,从而为智能时代的企业管理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提供有效

指引。 为此,本文旨在系统阐释这场由人工智能引发的管理学范式革命。 首先,系统梳理以管理环境、管理

主体、管理对象及管理工具为核心要素的传统管理学理论分析框架,厘清其经典范式的基本构成与运行逻

辑。 继而,深入探究人工智能在融入管理活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关键特征,尤其是其从技术工具向管理主

体的角色跃迁。 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人工智能的深度介入如何从上述四个维度对既有分析框架构成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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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颠覆。 本文认为,人工智能作为准管理主体的角色,不仅在实践层面重塑企业的决策模式、组织形态与竞

争逻辑,更在理论层面迫切要求学界重新审视并重构管理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及管理底层理论支撑。 这一系

统性重构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在智能化浪潮中,人类能够始终有效驾驭人工智能技术,并立足人工智能作为

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形成契合人本特征的新型管理学理论范式。

二、管理学理论体系的一般分析框架

(一)管理环境

管理环境指的是影响或制约管理主体决策制定、管理对象运作及管理工具选择的一切内外部客观因素

的总和。 因此,管理环境具有复杂多变性的特征。 国内外管理学者根据这种特性,将管理环境进行了不同

类型的分类。 当前最为主流的分类方法为“二分法”,即根据组织对环境因素的可控程度,将管理环境分为

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11] 。 外部环境是组织之外客观存在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又可分为宏观环境因素和微观

环境因素。 其中,宏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不同类

型的环境因素,且这些影响因素一般不以个别组织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不确定性,虽然不能够对组织产生直

接影响,但是能够对组织产生间接影响,使得组织面临较大风险。 因此,宏观环境因素是管理者需要认真分

析和对待的要素;微观环境因素指的是对组织目标实现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供应商、服务对

象、竞争者、政府部门等,管理者对本组织的微观环境因素的了解和掌控能够直接影响管理绩效,因此管理

者往往对微观环境因素的变化更为敏感。 内部环境指的是组织内部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它随组织而产生,
包括组织结构、组织文化、治理机制等,并直接决定了组织的管理主体的能力边界和管理对象的运作效率,
如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更适配柔性管理模式,而强协作导向的企业文化则有助于提升管理工具的执行效能。

管理环境在管理学中不仅仅是管理活动开展的基础保障,更是决定管理实践成功的关键。 这种关键的

作用体现在战略性、基础性、驱动性、演化性等多个方面。 具体而言,一是管理环境对企业组织的战略性传

导作用。 战略的本质是组织与环境之间建立的匹配关系,管理环境的特征决定了组织应该选择何种战略能

够最为有效[12] 。 例如,在稳定的环境中,组织一般会选取计划式战略;而在动荡的环境中,企业则有可能选

择涌现式战略,以进行快速的试错和迭代。 二是管理环境对组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影响,这也是管理环境

发挥最为直接的作用。 这种作用决定了组织能够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如资源环境限定了组织能够凭借何

种资源禀赋可能做什么。 具体而言,组织通过从环境中吸取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来维持组织的有序运

行,从而不断向外输出产品、服务、理念等。 此外,管理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组织战略决策的动态性,以及环

境的系列制度要求催生组织战略决策的动态响应。 三是管理环境对组织价值创造的驱动作用。 管理实践

并非能够无中生有,而是能够对环境中产生的挑战与机遇进行响应。 当前,绝大多数管理实践都源于组织

内部状态与环境要求之间的缺口。 例如,外部数字化环境能够催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提供数字化

产品和服务,这种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不适配驱动了组织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 四是管理环境的演化作用,
尽管管理环境与管理实践相互依存,但从动态视角出发,管理环境也扮演着自然选择的角色,能够持续推动

组织演化。 这种动态演化表现为管理环境对组织形成了制度和市场压力,适应当前环境的组织结构得以生

存和发展,不适应的则被淘汰,这解释了为何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模式各异。 综合来看,对管理环境

的分析,不仅需要明确其静态构成维度,更需要关注其对管理实践的作用,这也是管理学理论体系能够适应

实践变化、保持理论活力的关键所在。
(二)管理主体

管理主体指的是在组织中进行决策、指挥、协调与控制,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或群体,是管理活动的发起者

与承载者。 因此,管理主体一般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其能力、理念与行为直接决定了管理实践的效率与成

效[13] 。 国内外管理学者基于管理主体在组织中的角色、职能及其影响力,对其进行了多层次的类型划分。 当

前最为基础的分类方式是从组织层级与权责归属出发,将管理主体划分为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与基层管理

者[14] 。 高层管理者位于组织顶端,负责制定全局性战略、把握发展方向并配置关键资源,其决策通常具有长期

性和高风险性;中层管理者则承上启下,负责分解战略、协调部门行动并监督执行过程,是信息流通与资源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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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枢纽;基层管理者身处一线,直接指挥作业人员完成具体任务,侧重于流程控制、效率提升与问题的即时

处理。 这三类管理主体共同构成组织管理的核心,确保决策层的意志能够转化为执行层的行动。
管理主体在管理学中不仅是主体实施特定管理行为的实施者,更是在组织能力构建与价值创造的过程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种关键作用在管理实践的战略领导、组织赋能、动态调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具

体而言,一是管理主体的战略领导作用。 战略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环境分析,更取决于管理主体,尤其是高层

管理者的洞察力、决断力与变革推动力。 在同样不确定的环境中,具有远见与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可能选择

颠覆性创新战略,而趋于保守的管理团队则可能倾向于渐进式改进[15] 。 二是管理主体的组织赋能作用。 这

是管理主体最为常见和根本的职能。 管理者通过设计组织结构、建立制度流程、塑造文化氛围等方式,将分

散的个体与资源整合为有机整体。 例如,倡导赋能型领导的管理者会倾向于构建扁平化、网络化的团队,以
激发员工自主性与创造力;而注重标准化与控制的管理者则可能设计精密的分工与考核体系,以保障运营

稳定与效率[16] 。 三是管理主体的动态调整作用。 管理实践并非机械化执行,而是管理者基于管理情境进行

判断、调整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面对环境变化,优秀的管理主体能够敏锐识别认知与行动的差距,主动学习

新知识、调整旧模式,带领组织跨越适应性陷阱。 例如,数字化时代要求管理者不仅需掌握数据分析工具,
更需具备数字化思维与跨边界协同能力,以完成组织的数字化转型。 四是管理主体的伦理塑造作用。 管理

主体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深刻影响着组织的伦理与形象。 在利益与责任、短期与长期的权衡中,管理主体

的选择定义了组织的道德边界。 这解释了为何在相同行业与制度环境下,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文化

凝聚力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对管理主体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其职位与职能的静态描述,更应深入剖析其在

复杂管理情境中的核心作用与行为逻辑。 正是管理主体的认知、决策与行动,将管理环境中的约束转化为

可能,将管理对象中的潜能转化为价值,并最终决定了管理工具的选用效能。
(三)管理对象

管理对象是指管理活动中所指向、作用并试图加以影响的人、事、物及关系的总和,是管理主体实现组

织目标的载体与作用客体。 所以,管理对象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复杂性等特征,其构成要素、运行状态及演

变规律构成了管理实践的具体内容。 学术界依据管理对象的属性、层次及与管理主体的互动关系,对其进

行了多维度的类型划分。 最为主流的分类方式是从资源的属性与形态出发,将管理对象划分为人力资源、
财务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与关系资源等五大基本范畴[17] 。 人力资源是管理对象中最具能动性的核心

要素,其知识、技能与动机直接影响组织效能;财务资源是组织的运行系统,决定了战略行动的可行性边界;
物质资源包括设备、技术、原材料等实体要素,构成了组织运营的物理基础;信息资源是连接组织内外、支持

决策的神经系统;关系资源则涵盖客户、伙伴、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网络,为组织创造可持续的外部生态。 这

五类资源相互交织、动态转化,共同构成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创造基础。
管理对象在管理学中不仅是主体实施特定管理行为的接受方,更是组织能力落地与价值实现的根本依

托。 综合来看,管理对象在管理实践中体现出以下关键作用。 一是管理对象的价值承载作用。 组织的一切

战略意图与管理努力,最终必须通过管理对象的有效转化才能实现价值。 例如,同样的技术创新战略,若缺

乏高素质研发团队与充足研发经费的匹配支持,便难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18] 。 二是管理对象

的联动作用。 这是管理对象最显著的系统性特征。 各类管理对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与制约关系,某一

要素的变化往往引发连锁反应。 例如,数字化转型升级不仅涉及信息系统的更新,更要求员工技能重塑、组
织结构调整与资金投入模式变革的协同跟进[19] 。 三是管理对象的能动反作用。 管理对象并非完全被动受

控的客体,其自身特性会对管理实践产生反向塑造。 尤其人力资源具有自主意识与情感需求,其积极性、创
造力直接影响管理工具的选择边界与使用效果;而客户、合作伙伴等外部关系资源更是具有独立意志的行

为主体,其反馈与互动直接推动组织战略的调整与进化。 四是管理对象的稀缺配置作用。 资源的有限性与

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管理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管理者对不同管理对象的识别、获取、配置与优

化能力,直接决定了组织的竞争优势。 这解释了为何在相似市场环境中,具备独特人力资源或稀缺关系资

源的企业往往能建立起难以复制的竞争壁垒。 如上所述,对管理对象的认知,应深入把握其内在的系统关

联、动态演变及其与管理主体的互动机制,进而通过对管理对象的科学识别、有效整合与持续优化,管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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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才能将环境机遇转化为组织行动,将管理理念落实为具体成果。
(四)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是指管理主体为影响管理对象、实现组织目标所采用的系统化方法、技术、制度等的统称,是
连接管理理念与管理实践的桥梁[20] 。 因此,管理工具具有中介性与适配性特征,其设计逻辑、应用场景等直

接决定了管理活动的专业化水平。 国内外管理学者依据管理工具的功能属性、作用层次及演化脉络,对其

进行了体系化的类型构建。 当前最具共识的分类框架是从管理职能与实践领域出发,将管理工具划分为战

略规划工具、组织运营工具、领导激励工具与控制评估工具四大基本范畴[21] 。 战略规划工具服务于组织长

远方向的研判与选择;组织运营工具着眼于资源配置与过程优化;领导激励工具聚焦于人的能动性激发与

关系协调;控制评估工具则致力于偏差纠正与绩效保障。 这四类工具相互支撑、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从战

略到执行、从决策到反馈的完整管理循环。
管理工具在管理学中不仅是技术手段的集合,更是管理思想落地与组织能力进化的具体体现。 具体而

言,管理工具在管理实践中发挥着以下关键作用。 一是管理工具实现管理过程的科学理性化作用。 管理工

具通过提供结构化框架、标准化流程与量化方法,将复杂的管理问题转化为可分析、可操作的理性过程。 例

如,波特五力模型通过对产业竞争结构的系统解构,帮助管理者超越经验和直觉,形成更具洞察力的战略判

断[22] 。 二是管理工具支撑组织目标实现的赋能增效作用。 这是工具最直接的价值所在。 科学的管理工具

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决策质量与执行可控性。 例如,ERP 系统通过整合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
实现了跨部门协同与运营透明化;敏捷开发方法通过迭代循环与快速反馈,大幅提升了创新项目的适应

性与成功率。 三是管理工具作为特定管理模式的载体作用。 管理工具往往承载并传递着特定的管理哲

学与时代精神。 例如,全面质量管理工具体现了持续改进与客户导向的价值观;数字化转型工具则反映

了数据驱动、生态互联的新型管理范式,从这个意义上,工具本身并非完全意义上独立发展,管理工具的

演进本身即是管理思想演进的缩影。 四是管理工具的权变适配作用。 任何工具的有效性都高度依赖于

其与具体管理环境、主体能力及对象特征的匹配程度。 在层级森严的传统组织中强制推行自组织协作工

具,或在初创企业中机械套用成熟企业的复杂控制体系,往往适得其反。 这深刻揭示了管理实践中的工

具理性与情境智慧必须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 综上,对管理工具的理解,须深入把握其背后的设计逻辑、
适用的边界条件及其与整个管理体系的双向塑造关系,通过对管理工具的恰当选择、创造性应用与持续

迭代,管理主体才能将环境机遇转化为组织行动,将管理对象潜能转化为现实价值。

三、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及其参与管理活动中的关键特征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门学科,“人工智能”的起点被公认为是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 在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

中,麦卡锡、明斯基等科学家不仅首次正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如何用机器模拟人的智

能”的研究领域。 自那时起,人工智能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登上历史舞台,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无

限的潜力,在挫折与复兴的交替中呈现出螺旋上升图景[23] 。 本文根据时间脉络将其大致归纳为三次主要浪潮。
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被称作逻辑推理阶段。 这一时期的

人工智能研究,致力于通过构建规则与算法来模拟人类的逻辑推理,以此作为解决各类问题的主要途径,逻
辑推理机、人工智能语言等 AI 初期成果纷纷涌现[24] 。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解决代数、几何、物理、语言等

问题方面开始逐步显现出优势。 然而,受限于当时计算机性能和数据资源,人工智能研究难以取得突破性

进展,在实用中更是远低于预期。 在此期间,人工智能在管理活动中的应用尚处于探索和实验阶段,应用范

围有限且以辅助决策为主,如文档管理、初级专家系统等。 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期,被称为专家系统阶段。 随着第一次浪潮的结束,研究者们着手寻找 AI 发展的新突破

口,专家系统当时被认为是引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此阶段,人工智能通过构建知识库来模

拟专家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并被广泛应用于数学、化学、医学等专业领域。 尤其是反向传播算法的提出,使
得多层人工神经元网络的学习变为可能,提升了认知与决策模拟的效率[25] 。 然而,随着规则复杂度增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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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算法模型缺陷、数据资源不足和硬件支撑不强等问题凸显,专家系统方面的探索逐渐遇冷。 在此期间,人
工智能通过决策支持系统和管理专家系统已经参与了一些管理活动,对提升管理者的分析能力和决策效率

有一定助力,但智能化水平不高,能够参与管理的范围和深度仍较为有限。 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发

生在 21 世纪初期至今,被称为机器学习阶段。 近 10 年来,得益于数据、算法和算力三大核心要素的协同发

展、高效供给,叠加芯片等硬件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了快速发展。 尤其

是 ChatGPT、DeepSeek 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对诸多领域产生显著的可预见性影响。 大模

型技术的突破,显著推动了自然语言处理与多媒体数据生成领域的发展,实现了人工智能在复杂语言理解

与生成、深度语义解析及多模态深度融合交互方面的关键跃迁[26] 。 在技术的驱动下,人工智能日益成为现

代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角色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早期执行特定任务的辅助工具,升级为

系统性“赋能者”,如智能客服、智能筛选、智能模拟、智能运营等。
从第一次浪潮到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在管理活动中的演进规律,呈现出由外部辅助向内核渗透、由表

层操作向深层决策持续深化的路径。 第一次浪潮中,人工智能主要承担诸如数据录入、流程自动化等初级

辅助操作,人类作为绝对主导者全面掌控管理进程。 第二次浪潮中,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简单的预测分析与

模式识别,如销售趋势预测或基础风险预警,人类在其中扮演单向指令发布者的角色,交互方式仍以“人主

机从”为主。 进入当前第三次浪潮,人工智能逐步嵌入战略规划、创新评估与复杂决策支持等核心环节,推
动管理活动向协同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人类角色也相应演变,从过去的指令输出者转变为战略引导者与

合作者,在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互动中共同构建决策范式。 这一历程标志着人工智能实现了从边缘工具到关

键合作伙伴的角色跃迁,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决策层级持续提升,体现了技术与管理融合进程中由表及

里、由执行到赋能的深刻变革。
(二)人工智能参与管理活动中的关键特征

1. 管理环境的智能化生态化韧性化

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构建起对海量管理数据的实时解析与预测能力,推动管

理环境向数据驱动的数智化形态深度转型。 这一转型所催生的新型管理环境,不仅为人工智能技术与管理

体系的深度融合筑牢了基础,更推动智能技术全面渗透至企业日常运营、内部控制及战略决策等关键环节。
通过智能流程自动化,人工智能有效提升了运营效率、降低了层级依赖,同时持续拓展管理活动的边界,使
其从企业内部延伸至供应链、合作伙伴乃至整个产业生态。 展望未来,伴随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人工智能

将能够模拟人类个体的社会行为与交互模式,并与日益成熟的虚拟现实技术深度结合,构建出高度仿真的

虚拟管理环境。 在这一虚拟环境中,个体属性、组织架构与环境变量等核心参数,可实现灵活配置与动态调

整,为研究者系统观测管理系统的演化路径和挖掘其内在运行规律提供了可能,进而成为管理理论验证与

创新的全新高效实验场域[27] 。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与管理环境之间正在形成“技术赋能”与“环境适配”双

向互动、协同共进的演进格局。 在这一格局中,人工智能始终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推动管理环境逐步朝着

智能化、生态化与韧性化的方向系统演进。
2. 管理主体迈向人机协同形态

人工智能具备高效信息处理、持续自我优化和动态预测分析等核心能力,正在深刻重塑管理主体的决

策模式、能力结构与角色认知。 这不仅意味着工具层面的替代,更引发了人机之间“功能迁移”与“能力互

补”的动态重构。 随着人工智能在管理活动中渗透度的提升,管理主体必须发展与智能系统协同的新型综

合能力,以应对快速演变的组织环境[28] 。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依托标准化执行、强大算力与模式识别等功

能,逐步承接重复性操作与程序化决策任务。 这推动管理主体的职责向更高层次集中,即那些高度依赖情

境感知、价值判断与伦理权衡的领域。 这一过程不仅重新划定管理工作的边界,也对管理主体的能力体系

提出转型要求:管理者需善于将结构化任务委托给人工智能,并更专注于处理模糊性强、创造性要求高的战

略与人文挑战。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的嵌入性、学习性与交互性特征,推动人类管理者与智能系统逐步融

合为紧密协作的“人机共生体”。 该共生体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人类直觉、伦理意识和创造力,与人工智能的

信息整合、计算理性及持续学习能力在功能与认知层面的有机融合。 且二者共同构成应对高度不确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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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同决策系统,推动管理从传统经验驱动向数据与人文双核驱动的新范式演进。
3. 管理对象范畴转向人机复合体

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人的价值被不断发现与认识的过程。 工业时代的管理范式确立了

“人”作为核心管理对象的地位:人被视作最具能动性与创造力的生产要素,而工具与资料则处于从属位置。 然

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纵深应用,这一格局正发生根本性转变。 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效性、自主性、强学习能力

和可扩展性,正推动管理对象的范畴从传统“人类员工”显著扩展至包含智能系统、协作机器人等在内的人机复

合体。 当前,人工智能以“智能体”身份深度融入管理活动,其核心特征直接重塑了管理对象的属性与边界。 基

于高效运算与精准执行,AI 能够以极低边际成本完成高重复性、强规则化的任务,在提升组织效率的同时,也替

代了许多传统人力岗位[29]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凸显了其创造性生成与语义理解的特征,使 AI 不再局限

于执行预编程指令,而能在内容创作、方案设计等领域承担更为复杂的角色。 展望未来,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

自主智能实体,将可能发展为新型管理对象。 这类系统兼具环境感知、实时决策与物理交互能力,在特定场景

中展现出超越自然人的作业效能与稳定性。 人工智能的自适应与持续进化特征,使其能够在动态环境中不断

优化行为策略,从而在部分乃至全部工作流程中扮演“拟人员工”甚至“超级协作者”的角色。
4. 管理工具的智能协同与自适应性

人工智能的智能感知、动态学习与自主决策等核心特征,正深刻重塑管理工具的发展路径与应用范式。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嵌入传统管理工具,显著增强了工具的数据处

理、模式识别与流程自动化能力。 借助智能算法与持续学习机制,AI 能够对海量信息进行实时分析与预测,
推动管理决策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例如,在财务与供应链管理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后,不仅实现

了高效的数据清洗与整合,还能通过建模预测未来趋势,动态优化资源配置,从而降低人为干预误差,提升

系统响应速度与精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正演进为一类新型、关键的管理工具,直接赋能于决策、协
调与控制等管理全过程[27] 。 例如,基于大语言模型、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的智能系统,能够融合多源异构信

息,实现对组织内外关联网络的动态感知与可视化呈现。 这类工具帮助管理者进行趋势洞察、风险预警与

资源调度,使管理活动具备更强的系统管控与智能研判能力。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正驱动管理工具向数据

驱动、智能协同与自适应演进。 在这一进程中,管理理论不断转化为可操作、可迭代的智能工具,不仅提升

了单一决策的质量与效率,也显著增强了组织在复杂不确定环境中的整体韧性与适应能力。
5. 智能原生管理模式涌现

人工智能凭借其数据密集、算法驱动、自主学习与自适应等核心特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系
统性重塑传统管理模式。 其影响远非单一环节的工具性改进,而是通过感知、认知与决策智能的融合,贯穿

于管理活动的全链条,驱动管理实践从理念、流程到架构发生根本性变革。 在运营效率上,人工智能依托机

器学习与智能感知能力,实现流程自动化、智能分析及预测性维护,极大提升了组织运营与资源配置的精准

性与响应速度,达成超越人类经验的持续动态优化。 在决策模式上,人工智能通过处理多源异构数据、构建

算法模型,推动管理决策从依赖直觉经验,加速转向基于数据的算法辅助乃至自主决策,显著增强了决策的

科学性、前瞻性与动态适应性。 与之相应,组织架构也在发生深刻演变:传统科层制因智能协同平台的兴起

而受到挑战,更弹性、网络化与扁平化的结构得以发展,人机协同成为新型组织关系的重要特征。 上述变革

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相互叠加、融合共生,共同催生出以数据与智能为内核的智能原

生管理模式。 该模式标志着管理范式的整体跃迁,其内嵌持续学习、自主适应与生态化价值共创的特质,不
仅深刻重构了组织的能力边界与竞争优势基础,也为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出了全新课题。

四、人工智能对管理学理论体系分析框架的冲击与颠覆

(一)管理环境的颠覆性:
 

AI 驱动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每一次技术范式变化都催生经济活动与更广泛社会制度文化系统的变革。 Dosi[30]

提出“技术范式”,认为由技术创新引发的系统变革形成的最佳惯例即为“技术-经济范式”。 Perez[31]及 Freeman
和 Perez[32]则认为技术-经济范式是由“特定投入或一组投入”下的“关键要素”组合所驱动的经济系统变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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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这种“关键要素”表现为特定的自然资源、工业品或者技术等。 作为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根本驱动

力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正在引发“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度变革,其对管理环境产生颠覆性影

响。 这种 AI 驱动带来的范式转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在传统土地、劳动

力、资本等经济增长基础生产要素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视为关键生产要素,而《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指出要发展技术和数据要

素市场。 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明确了“数据”作为当前经济发展重要生产要素的战略定位。
这一背景下,传统基于劳动工人熟练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土地资源条件等转化的生产力基础,开始在生产

过程中融入数据、数字技术、智能化等的应用,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驱动新的生产关系建构与发展。 人工智能驱动传统生产要素在更多元主体、更广泛空间、更多样场景中的

组合,催生新技术革命(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下的新模式与新业态涌现,为传

统产业运作的降本增效与提质创新提供广泛链接、信息追溯、过程精准化的系统创新。 此外,机器学习、深
度学习等技术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机器得以模拟人类智能,并对数据分析、趋势预测、前瞻决策等提供

分析依据,催生人工智能驱动的新产业与新经济,为新的生产关系建构与未来产业创新范式变革提供动力。
(二)管理主体的颠覆性:

 

AI 智能体成为管理决策主体

人工智能驱动管理主体的颠覆性变革,以 AI 智能体为代表的决策主体正在涌现,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发

展的前沿。 典型的,麦肯锡 2025 年 9 月发布《智能体组织》报告,强调继蒸汽机推动工业化,互联网带来数

字化之后,AI 正在开启以“智能体组织”为代表的第三次组织变革浪潮,其具体表现为:①未来公司将成为

“人+AI 智能体”共同构成相互协作的有机网络;②人负责目标与价值判断而 AI 智能体负责执行优化。 腾讯

2025 年 9 月发布智能体战略,提出智能体是 AI 时代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AI 能够让企业转变成深度融入企

业核心业务流程、安全可靠、可规模化的智能体,而场景复杂性、知识专业性及工程化挑战等,成为智能体企

业转化落地的挑战。 谷歌最新发布《2026
 

AI 智能体趋势报告》,其基于对全球 3466 位企业决策者的调研,
归纳指出当前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核心生产力引擎”,而 2026 年 AI 智能体将就如何重构员

工角色(赋能个体实现最优生产力转化)、业务流程(智能体驱动业务运转)、客户体验(智能体创造极致客户

体验与满意度)、安全体系(智能体从被动应对警告转向主动行动和前瞻预警)、组织能力(面向人才技能提

升的规模化价值增量)等,推动企业决策与运营的深度转变。 随着 AI 从大语言模型形态加速向逻辑推理、
工具操作、自我学习、自我组织方向演进,可感知环境、采取行动、持续学习的智能体成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的关键,而单一智能体与企业智能体作为人类以外的决策主体基础上,多智能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所

构成的“智能体互联网”,将进一步催生生产力的爆发,其也颠覆以人、人与人构成的网络为基础的管理决策

主体。 基于智能体互联网基础设施架构支撑,万千智能体之间形成信息连通与决策交互,从而将传统基于

“人与人通信”“人与物通信”的决策链接,升维至“智能体链接”,实现自组织动态演进与网络效应溢出。
(三)管理对象的颠覆性:

 

从实体物理空间转向数实融合下的“人-物-数据-算法”
AI 驱动工业革命与数字革命的持续组织变革,并正在趋向从工业化向 AI-First 的智能化组织范式变革,

表 1 总结了组织变革范式的演进过程。 而在数字时代向 AI 时代的转型过程中,组织管理对象也经历了从由以

人为本的传统互联网、到数字化时代设备和信息互联为基础的物联网、再转向人工智能驱动智能经济背景下的

智能体互联网。 以传统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与信息化时代为例,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嵌入全球主机和信息互联,
管理任务要求实现可靠的信息传递与以人为本的交互体验,重点服务人类对象,人机交互模式多依赖“请求-响
应”的被动式交互,网络动态性较低;延伸至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时代,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嵌入设备和信息互

联,管理任务要求实现设备监测控制与数据搜集反馈,重点服务以智能设备为对象,人机交互模式多依赖基于

触发器的事件驱动与自动化模式,网络动态性适中;进入以智能体及智能体互联网为基础的 AI 时代,管理的

核心目标聚焦于跨域协作任务,管理任务要求自主协作与知识交流、任务分解编排与能力匹配,重点服务智

能体这一虚拟、具身的对象,人机交互模式主要面向主动式互动且无需人工干预,网络动态性也处于持续演

化的高动态过程中。 由此,作为管理对象,AI 时代所形成的组织变革,主要将传统工业时代实体物理空间的

人员交互,逐步推动并实现当前 AI 时代数实融合下的“人-物-数据-算法”的实时交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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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织变革进化历程

主导时期 手工业与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数字时代 AI 时代

业务模式

·农业和手工艺品通过直接
渠道销售,例如当地面包、定
制服装
·设计更改周期以 “ 世纪”
为单位
·人力创造与交付

·通过实体渠道销售的制造
品,例如汽车、洗衣机、肥皂
·每 3 ~ 10 年一次重大升级
·线性、可重复的业务流程

·数字渠道与产品,例如电
商平台、银行 APP、社交媒
体、SaaS
·每日或每月产品发布
·数字旅程与分析驱动

·AI 原生渠道与产品,例如个
人 AI 助理
·实时个性化与创新
·基于专有多模态数据的 AI-
first 流程

运营模式
·农场工人或工匠团队,师
徒制传承知识

·职能层级结构,大规模一
线团队负责重复任务,小规
模白领团队负责管理和工程

·跨职能知识工作团队,围
绕产品、 项目、 细分市场协
作,前线数字化

·扁平的混合智能体团队网
络,以端到端成果为结构

治理 ·本地规划和直接治理
·刚性计划、瀑布式交付、人
工治理

·产品迭代交付、季度调整、
敏捷治理

·实时、嵌入式治理、智能体控
制+人类问责

人才与文化 ·深度专精,工匠精神
·高度专业化的职能人才,
规划文化主导

·T 型人才为主,在实验文
化中工作

·混合劳动力,T 型+M 型人才
并存
·持续变化和学习文化

技术与数据
·人力工具和动物协作
·手写笔记和账本

·机器和能源
·IT 巨石单体 ( 如 ERP、大
型机等),由外包 IT 部门拥
有,人工交付
·结构化运营 / 财务数据的
GB 级存储

·PC、移动、云、工业机器人
·模块化系统、微服务、API,
由跨职能团队半自动交付
·TB / PB 级半结构化数据,
用于高级分析

·传感器、人形机器人、 无人
机等
·去中心化 AI 组网、模块化智
能体、智能体间通信,动态采购
·PB / EB 级非结构化多模态
“隐性数据”

代表性公司
当地面包、 手工鞋服、 工艺
品等

福特、GE、丰田 谷歌、Spotify、Facebook 尚未定型的 AI 时代领导者

　 数据来源:根据麦肯锡报告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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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机共生关系图

(四)管理工具的颠覆性:
 

人机共生成为管理新工具

人工智能驱动管理工具的颠覆,引导人与机器两

大核心主体交互关系的深度变革。 以生成式 AI 的应

用普及为例,Gertner 预测 2026 年将有超过 80%的企业

通过生成式 AI 改变业务流程,而人机协作成效将直接

决定组织的未来竞争力。 一般,组织管理中 AI 与人嵌

入合作与替代的双重关系(图 1),人机共生与协作成

为未来组织新形态,且存在主要四种实现模式。
第一,互利共生模式。 互利共生强调组织中人与

AI 相互协作,实现价值共创的 1+1>2 的最优效果。 比

如伴随组织管理广泛采用 AI,人与机器的工作职能边

界与任务分工合作等产生了持续的变革。 大部分程序

化、流程导向、路径可循的工作(如邮政、档案、记录、打字、程序、机械运作等)由 AI 承担,其深度赋能组织降

本增效;而以创造性和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工作任务(包括科技服务、知识创造、管理等)则愈发依赖人的支

持。 David
 

Teece 从企业能力视角做了理论解释,指出 AI 将强化提升企业常规能力(ordinary
 

capabilities),而
人将更多嵌入动态环境交互、复杂决策等工作相关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优化。 典型地,以 AI 医

疗实践为例,早在 2019 年谷歌便发布肺癌预防性监测 AI 系统,辅助提升医疗决策与病患前瞻预测。 第二,
偏利共生模式。 偏利共生认为组织中的 AI 应用可辅助服务人的工作,并主要以明确工作任务要求、重复性

工作活动的效率改善为主导,并不涉及应用辅助过程中 AI 自身智能能力的提升与组织智能化程度的升级。
如银行 ATM 机对人工存取款及转账业务的支撑、工业流水线自动设备应用、仓储物流机器人、建筑施工机器

人等工作场景应用,其显著优化组织业务运作实现降本增效。 第三,偏害共生模式。 偏害共生强调人机协

作中机器智能化不断发展,逐步实现对组织中人的价值压缩与功能替代。 如谷歌围棋 AlphaGo 针对人机博

弈算法的深度学习与持续算法优化,最终超越人类博弈智能;教育、编曲、编辑、文秘、财务、证券交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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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等工作替代,AI 伴随工作任务的不断学习持续迭代进化,快速升级智能水平同时完成对人类多个工作

的替代,并一定程度挤压人类在工作中的潜在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形成对人类工作任务的冲击。 典型地,
围绕大语言模型 AI 技术暴露度对组织职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显示:会计审计、编译、销售工程师、电脑程序

员、电话推销员、个人理财顾问等 20 个职业,处于大语言模型 AI 技术暴露度最高的职业类别,其受到大语言

模型的潜在冲击影响大[33] 。 第四,吞噬取代模式。 吞噬取代主张 AI 对人类的深度负外部性影响,甚至毁灭

人类活动走向价值共损。 典型地,“深度学习之父”杰弗里辛顿 2025 年 3 月 24 日接受专访时就曾系统提出

AI 的不可逆风险及对人类威胁的警告,如 AI 自我复制、知识共享能力远超人类,可导致其自主设定“子目

标”曲解人类智能甚至主动欺骗人类。 2025 年 10 月 22 日,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发布“关
于超级智能”的声明,强调 AI 潜在威胁可能导致人类经济价值丧失、权力失控、尊严与控制权丧失,甚至威

胁国家安全与人类灭绝。
(五)管理机制与模式的颠覆性:

 

超级个体、智能化与平台生态化成为新机制

人工智能驱动管理机制与模式的颠覆,催生强个体、智能化、平台生态等,成为新的组织管理模式。 第

一,人工智能正在催生组织“超级个体”的涌现。 以大语言模型等为代表的“生成”功能,在辅助人类活动的

基础上,进一步催生内容生成的能力扩展,显著赋能人类个体的认知限制,其让个体变得全能,深度冲击传

统以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为基础的组织管理模式,颠覆组织结构,如超级个体对组织工作全流程的覆盖、
个体专业知识边界的深度扩展、“一人公司”与“单人成军”现象的涌现等。 第二,人工智能深度推进管理向

智能化演进。 以制造业组织智能化为例,智能制造是以产品制造全流程和全生命周期为对象,运用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赋能于生产运作系统,以增强自感知、自决策与自执行[34] 。 第三,人
工智能驱动平台生态系统组织范式的涌现。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管理与民众生活应用的快速普及,包
括从搜索引擎到人脸识别、客服聊天机器人、再到医疗诊断,一系列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和服务上市,并进

一步催生组织模式创新与管理变革[35] 。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本身便成为连接资源供给与用户

需求实现价值创造的平台生态,典型如移动 APP 产品平台、专用大模型服务平台等组织模式。 伴随用户参

与与使用普及程度的增加,人工智能驱动的产品与服务平台引导技术要素连接与商业应用协同,实现价值

创造[36] 。 特别是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情境下的新生产要素,催生组织平台形成网络效应,成为用户价值创造

的重要来源。 其中,数据与技术连接成为一种提升平台价值的战略资源,平台主、平台用户、互补者群体等

通过技术底层链接与异质性数据资源的交互,打破传统企业边界,并通过分布式的治理结构催生平台网络

效应的价值创造,进而构建更广范围利益相关主体协同的平台创新生态系统。

五、人工智能对管理学理论的冲击与颠覆:
 

基于理论类型化的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范式,正以数据驱动、算法迭代与人机协同为核心特征,对全球产业

格局产生颠覆性重构,其影响已穿透产业实践层面,直抵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底座,引发对传统理论预设

的根本性挑战。 管理学自诞生以来,始终以“人”为核心研究主体,围绕以人为主体的企业组织,构建起涵盖

人性认知、决策逻辑、资源配置与价值创造的完整理论体系。 而人工智能的崛起,从根本上冲击了“人的主

体性”这一核心前提,它既改变了人类在决策中的绝对主导地位,重塑了决策自主性的归属边界,又通过智

能资源调度与优化配置,重构了人参与企业运行的方式与路径,使传统理论中人与组织、环境的互动逻辑发

生本质变革[37] 。 这种冲击集中体现对人性假设理论、战略决策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与价值创造理论这四类

管理学主体理论的颠覆。
(一)关于人性假设理论的颠覆:

 

共享人成为新型人性假设

人性假说理论作为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石,其发展脉络始终围绕对“人性本质”的探索与解构,深
刻影响着管理模式与激励机制的构建。 从理论演进轨迹来看,早期亚当·

  

斯密[38] 提出的“经济(理性)人”
假设,以自利性为核心逻辑,将人类行为动机归结为对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追求。 这一假设直接催生了泰

勒[39]的科学管理理论与麦格雷戈[40]的 X 理论,二者均强调通过外在监督、标准化流程与物质激励激发生产

效率,将人视为被动响应经济刺激的
 

“工具化存在”;而麦格雷戈后续提出的 Y 理论,则在“经济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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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突破,隐含了对人类主动工作潜能的认可,为后续理论发展埋下伏笔。 随着管理实践的深入,梅奥[41] 通

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社会人”假设,首次将研究视角从人的自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揭示了社交情感需

求、归属感与人际关系和谐对工作效率的关键影响,推动管理重心从物质激励转向人际环境优化与情感关

怀。 马斯洛[42]的需求层次理论以“自我实现人”假设为核心,将人的精神属性与潜能开发置于核心地位,认
为人类在生理、安全、社交等低层次需求满足后,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催生了授权管理、目标整合等新型

管理方式。 此后,“文化人”假设聚焦于人的文化属性,强调价值观塑造与企业文化凝聚的重要性,主张通过

长期雇佣、集体决策与价值观认同等方式构建组织凝聚力[43] 。 而最新的“自由人”假设则将人性认知提升

至超验德性层面,主张人具有自我支配、自我控制的本质,管理的核心使命从行为控制转向促进个体德性觉

醒与自我实现,完成了从“利用人性”到“成就人性”的理论升华[44] 。
人工智能的崛起对传统人性假设体系构成根本性冲击,其核心颠覆在于对人性本质的重构。 一是对

“经济人”假设而言,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消解了自利动机的核心地位,传统“经济人”假设的核心逻辑是通

过物质报酬激励人类投入生产劳动,但人工智能的算法高效性与无情感特性,使其能够在大规模生产、重复

性劳动、数据处理等领域替代人类,且无需依赖物质激励维持运行。 物质激励不再是驱动生产效率的唯一

关键因素,人类的自利动机在智能工具的替代效应下被显著弱化。 二是“社会人”假设所依赖的社交情感需

求基础,在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模式中被大幅削弱。 传统“社会人”假设的核心是社交情感需求、归属感与

人际关系对效率的驱动作用,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构建了人机协同的生产场景,人际情感联结在工作流

程中的权重持续下降,“社会人”假设所强调的社交激励效应被大幅稀释,传统基于人际关系的管理模式面

临失效风险。 三是“自我实现人”假设的潜能独特性与价值实现路径,受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能力的严峻挑

战。 该假设认为人类创造性与自我价值实现路径集中于组织场景,而人工智能在创造性领域的突破(如 AI
 

绘画、智能写作),打破了人类创造性的稀缺性认知,个体可通过与人工智能协作开展独立创作、自主创业等

实现自我发展,传统组织作为“自我实现平台”的核心地位被弱化。 四是“文化人”假设的价值观凝聚逻辑,
在数据驱动的标准化管理中逐渐失效。 “文化人”假设依赖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构建组织凝聚力,而人工智

能驱动的管理模式以数据为核心,强调流程标准化、决策理性化与结果可量化,企业文化所依赖的情感共

鸣、价值认同等非理性因素被边缘化。 五是“自由人”假设的德性驱动内核虽未被直接否定,但人工智能对

自我支配边界的重塑,使其德性实践的场景与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自由人”追求的自我支配与德性自由,
受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数据监控的重构,个体行为边界与决策环境发生改变,且人工智能算法“黑箱特性”隐

含的偏见与歧视,可能导致德性自由面临技术异化风险,使德性实践的场景与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人工智能对传统人性假说的颠覆,催生了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人性假设———“共享人” [45-46] 。 人工

智能通过先进算法的迭代优化,实现了资源配置的精准化、生产流程的智能化与供需关系的动态匹配,彻底

打破了协作的时空壁垒与效率瓶颈。 算法能够实时分析海量供需数据,快速匹配资源盈余与需求缺口;智
能调度系统可动态优化生产链路,减少冗余环节与资源浪费;大数据技术则打通了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壁垒,
使协作决策更具科学性与时效性,这些技术突破共同将超大规模生产协作的成本降至可承受范围,为“共享

人”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人工智能构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共享人”参与协作的核心载体。
这类平台打破了企业、行业、区域之间的物理边界与制度壁垒,将分散在各地的产能、技术、人力、数据等资

源整合为分布式、网络化的协作生态。 在这一生态中,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再依附于单一组织,而是以“共享

人力”“共享技能”“共享知识”的多元形态,灵活参与多主体价值创造。 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海尔卡奥

斯”通过智能算法连接上下游企业与个体工作者,某一领域的技术专家可同时为多家企业提供远程技术支

持,自由职业者可通过平台承接不同组织的任务订单,实现技能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二)关于战略决策理论的颠覆:

 

数据智能驱动的战略决策

战略决策理论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核心分支,始终围绕“如何通过科学决策实现企业绩效优化与可持

续发展”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该理论的系统性发展始于卡内基-梅隆学派西蒙、马奇等学者,他们突破传统完

全理性的理想化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观,强调决策受认知局限、信息不对称与环境不确定性约束,主
张以“满意化”准则代替最优解,强调决策是在有限信息与认知能力范围内,寻求符合企业核心目标的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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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47] 。 这一视角奠定了行为决策理论的基础,将战略决策研究从纯理论推演推向了更贴近企业实践的行为

科学层面。 在此基础上,战略决策理论逐步衍生出多元分支:奎因等逻辑渐进主义强调通过持续试错、延迟判

断与信息积累实现动态调整的渐进式演化过程。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视角基于“契约人”假设,将有限理性与

机会主义行为视为影响决策效率的核心变量,认为战略决策的核心在于设计合理的治理结构,以最小化契约签

订、执行与监督过程中的交易成本[48] 。 认知视角则聚焦于决策主体的内在心理机制,强调管理者的心智模式、
主导逻辑与先前知识储备对决策方向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管理者对外部环境的感知与解读并非客观镜像,而是

经过认知结构过滤后的主观建构[49] 。 此后,汉布里克与梅森提出的高阶梯队理论将研究视角从个体认知延伸

至高管团队层面,认为高管团队的特质会通过影响战略认知与选择过程,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搭建了个体特

质与组织战略决策之间的关键桥梁[50] 。 而 Teece
 

等[51]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则聚焦于环境动态变化背景下

的决策适应性,强调企业通过整合、构建与重构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以应对市场变革的决策逻辑。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崛起正围绕决策主体、运行逻辑与考量因素三大颠覆性重构,推动战略决策研

究迈入人机协同的全新阶段。
首先,人工智能直接颠覆了传统理论中单一人类主体主导的核心假设。 传统战略决策理论的分析核心

均围绕人类决策主体展开,而人工智能的介入,催生了人机协同乃至智能体主导的多元决策主体形态。 智

能决策体通过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与算法模型的持续优化,能够自主完成信息采集、数据清洗、趋势分析、
方案生成与风险评估等全流程决策环节,其处理效率、数据覆盖范围与精准度远超人类决策团队。 这一变

革直接消解了高管团队特质、认知局限等传统核心分析变量的主导地位,迫使理论研究重新界定人机协同

场景下决策主体的权责边界、互动机制与价值定位。
其次,人工智能的分布式信息处理能力彻底打破了传统层级化的决策路径。 传统战略决策模式多遵循

自上而下的指令传导或平行部门的协调配合,决策流程往往受到组织层级、部门壁垒与信息滞后的制约,而
人工智能驱动的战略决策,依托云计算、物联网与区块链等技术构建起扁平化、网络化的决策体系,信息可

在组织各层级、各部门及外部合作伙伴间实现实时共享与同步处理。 决策指令的传导不再受限于层级链

条,而是通过数据网络直达执行单元,实现“需求-决策-执行”的实时响应,决策效率实现指数级提升,彻底改

变了传统战略决策的线性流程,形成了动态优化的闭环决策系统。
最后,人工智能彻底重构了传统决策的分析框架。 传统战略决策理论始终基于“有限理性” “理性人”

“社会人”等核心假设,其考量因素往往是经过筛选的、有限的关键变量。 而人工智能驱动的决策,依托大数

据技术实现了考量因素的“无边界扩张”,能够捕捉海量显性与隐性变量,包括消费者实时行为数据、行业微

观波动、政策隐性导向、供应链末梢动态、竞品瞬时动作等传统决策难以覆盖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等核心技术的“黑箱”特性,使决策逻辑呈现出不可完全追溯性。 这一特性既突破

了人类认知的有限边界,实现了更精准的预测与决策,又否定了传统决策中因素可解释、可预判的基本前提。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尤其是数据智能的成熟应用,推动战略决策理论迈入“数据智能驱动”的

全新范式。 这一范式依托大数据、算法模型与算力支撑,生成独立的智能决策体与复杂决策逻辑、流程,从
决策主体、运行模式、考量因素三方面对传统理论形成根本性颠覆,重塑了战略决策的核心逻辑。 首先,传
统战略决策依赖高管团队特质、认知能力等人力要素,而数据智能体可自主完成信息采集、分析与方案生

成,使决策主体从单一人类主体转向“人机协同”乃至智能体主导的多元主体,消解了高阶梯队理论等聚焦

人类特质的分析框架。 其次,数据智能的分布式处理能力打破了自上而下或平行传导的传统层级化路径,
构建起扁平化、网络化的决策体系,让逻辑渐进主义的渐进式调整、科层制下的治理机制失去核心价值,决
策效率实现指数级提升。 最后,传统理论基于“有限理性” “理性人”假设的有限因素分析,被数据智能的全

维度变量捕捉所替代。 大数据学习使决策考量覆盖海量显性与隐性因素,而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黑箱”
特性,虽突破了人类认知局限,却也否定了传统决策中因素可解释、可预判的前提,对交易成本理论等依赖

明确契约设计的逻辑形成冲击[52] 。 如快消行业部署数据智能决策系统后,通过实时分析全渠道销售数据、
供应链动态与消费趋势,智能决策体自主生成新品上市、促销策略与库存调配方案,使新品决策周期大幅缩

短,同时品类趋势预测准确率可高达 90%。 这一案例清晰地展示了数据智能驱动的战略决策在效率、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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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显著优势,同时也印证了其对传统决策模式的全面替代效应。
(三)关于资源配置理论的颠覆:

 

数据与算法驱动的个性化精准配置

管理学领域的资源配置理论主要聚焦于企业的资源配置,以“优化资源分配效率、实现组织目标最大

化”为核心,融合微观经济学、组织理论等多学科思想,形成了多元分支与渐进式发展脉络。 其理论源头可

追溯至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信号主导的资源配置逻辑。 供需理论以市场均衡为核心,主张资源配置应遵循供

需关系规律,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自发调节与最优匹配,供不应求时资源向高需求领域集中,供过于求

时资源逐步退出[38] 。 价格弹性理论则进一步细化这一逻辑,认为不同产品 / 要素的价格敏感度差异(即弹性大

小),决定了资源配置的调整幅度与速度———弹性大的资源对价格波动反应剧烈,弹性小的资源配置更具稳定

性[53] 。 这一逻辑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要素配置、产品定价等管理实践。 政策信号理论作为重要补充分支,
聚焦政府干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认为产业政策、税收优惠、监管规则等政策工具会形成明确的导向信号,引导

组织调整资源投向,尤其在市场失灵场景中发挥关键调控作用[54] 。 随着组织环境复杂性提升,理论向组织内

部延伸:一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强调资源配置需兼顾市场与科层制两种模式,通过治理结构设计降低

契约成本[55] ;二是沃纳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观,将视角从外部市场转向组织内部,认为异质性资源是竞争优

势的核心,资源配置的关键在于识别、整合与利用稀缺性、难以模仿的资源[49,56] 。 Teece 等[51] 提出的动态能力

理论进一步主张,动态环境中资源配置的核心是持续重构整合资源的能力,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动态匹配。
传统资源配置理论的核心逻辑建立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上,认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必须依赖规模

经济与范围经济,前者通过大规模生产摊薄固定成本,后者通过满足特定群体的共性需求降低多样化配置

成本,而一对一的个性化资源配置因面临高成本、低效率的窘境,被视为非最优甚至无效的配置模式。 人工

智能的崛起则彻底打破了这一桎梏。 人工智能以数据与算法为核心驱动力,从逻辑根基、效率来源与成本

机制三个维度,对传统资源配置理论构成根本性颠覆[4] 。
首先,人工智能颠覆了资源配置的核心逻辑,实现从“群体适配”到“个体精准匹配”的范式转型。 传统

资源配置理论以“规模化要素聚合”为前提,无论是供需理论中的价格信号引导,还是政策信号调控,本质上

都是围绕某一群体的共性需求进行资源调度,难以响应个体的差异化诉求。 而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采集

与深度学习算法,能够精准捕捉个体层面的需求特征与资源禀赋,实现生产要素与个体需求的一对一适配。
如在用户直连制造(C2M)模式中,人工智能通过分析用户个性化需求数据,实时整合分散的产能、原材料、
物流等资源,快速生成定制化生产方案,即使是小批量、个性化订单,也能通过算法优化资源组合路径,避免

传统模式下个性化生产的流程冗余与成本浪费,使“个体精准配置”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形态。
其次,人工智能重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打破了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路径依赖。 传统资源配

置的效率提升高度依赖要素集中与批量处理,分散化、小批量的资源调度因信息不对称、协调成本高而被否

定。 人工智能的分布式信息处理与智能调度能力,使分散化资源的高效协同成为可能。 通过工业互联网平

台,AI 算法能够整合跨区域、跨行业的分散产能、技术与人力资源,形成动态适配的资源网络。 对于小批量

个性化需求,算法可快速匹配最优生产要素组合,无需集中规模即可实现高效配置。
最后,人工智能破解了个性化配置的成本悖论,重塑资源配置的成本逻辑。 传统理论中,个性化配置必

然导致定制化成本上升、生产流程复杂化,违背规模经济即意味着低效。 而人工智能通过三大机制破解这

一悖论:一是大数据预测降低需求不确定性,减少库存与产能冗余成本;二是算法优化生产与供应链流程,
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协调成本;三是智能调度实现资源动态复用,提高要素利用效率。 如在服装定制领

域,人工智能通过 3D 建模快速生成用户体型数据,对接柔性生产线与原材料供应商,既实现面料、款式的个

性化定制,又通过算法优化裁剪、缝制流程,使定制成本降至大规模生产水平,彻底解决了传统资源配置理

论无法调和的“个性化与低成本”矛盾。
传统资源配置理论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为核心,依赖批量处理与群体适配实现效率优化,难以兼顾

个性化需求与配置成本,一对一精准配置因高成本陷入窘境。 而人工智能通过海量数据挖掘个体需求与资

源禀赋的独特性,借助算法模型实现生产要素的动态匹配与流程优化,既解决了个性化配置的精准度问题,
又通过智能调度降低协调成本,破解了传统理论的核心矛盾。 人工智能对资源配置理论的颠覆表现为“数

31

阳　 镇等:
 

人工智能对管理学理论的冲击与颠覆



据与算法驱动的个性化精准配置”。 例如,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 AI 算法,整合分散的产能、技术

与用户需求数据。 消费者可直接定制产品参数,算法快速匹配最优供应链资源,对接分散的零部件供应商、
柔性生产线与物流团队,实现“一件定制”的高效交付。 这一模式使个性化配置成本降至大规模生产水平,
彻底改变了传统资源配置理论依赖规模与群体的固有逻辑。

(四)关于价值创造理论的颠覆:
 

数字平台价值共创与共享

价值创造是组织通过资源整合、互动协作与创新实践,为利益相关方与社会生成多元价值增量的动态过

程,其核心在于协调资源配置与需求满足,实现组织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在理论演进中,价值创造理论的内涵

逐步拓展,形成了以经济价值创造论与社会经济价值创造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核心的两大理论脉络。 早

期价值创造理论聚焦经济价值维度,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认为价值创造的核心是实现利润

最大化,代表理论包括资源基础观与交易成本理论[57] 。 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通过异质性、稀缺性资源的整合

形成竞争优势,进而创造经济租金[49] ;交易成本理论则主张通过治理结构设计降低契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

率以提升经济价值[55] 。 随着企业与社会关系的深化,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成为价值创造研究的重要延伸,推动

价值创造向“经济-社会”二元融合维度拓展,核心是聚焦企业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割裂难题。 战略性企业

社会责任理论主张将社会责任嵌入企业战略,通过回应利益相关方诉求提升竞争优势[58] ;共享价值创造理

论(CSV)进一步提出,企业应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商业利益与社会福利的共赢,其核

心是通过重新定义产品市场、优化价值链、培育产业集群三大路径,融合经济与社会价值[59] 。 此外,利益相

关者理论为社会责任导向的价值创造提供了支撑,强调企业需兼顾股东、员工、社区、环境等多方利益,通过

多元价值共创实现长期绩效提升[60] 。 现代价值创造研究逐步形成“经济价值为基础、社会责任为延伸”的

综合范式,既坚守企业的经济属性,又强调其社会属性的内生性,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传统价值创造理论以“人”或“组织”为核心主体,以固定网络协作与静态价值主张为关键特征,而人工

智能的崛起彻底打破了这一理论框架的底层假设。 在人工智能发展阶段,其以数据与算法为核心的技术特

性,从价值创造的主体本质、模式逻辑与运行机制三个维度,对传统价值创造理论形成根本性颠覆,重塑了

价值创造的核心范式。
首先,人工智能颠覆了价值创造的主体范式。 传统价值创造理论的主体要么是具备有限理性的“经济

人”“社会人”,要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综合价值的企业组织,其价值创造行为始终遵循人类认知边界与组

织制度逻辑。 而人工智能作为非人类、非组织的新型价值创造主体,既不遵循人类的理性决策模式,也不受

组织的经济属性或社会属性约束。 它依托海量数据自主生成决策逻辑,以算法迭代替代人类主观判断,以
分布式协作突破组织边界限制,使价值创造主体从

 

“人类 / 组织主导”转向“人机协同+智能自主”的复合形

态,彻底否定了传统理论中
 

“主体必须具备人类理性或组织属性”的核心前提。
其次,人工智能重构了价值创造模式的运行逻辑。 传统价值创造依赖企业主动搭建上下游协作网络,

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固定契约实现资源整合,价值创造网络呈现静态化、封闭化特征。 人工智能则能够动态

优化甚至自主建构价值创造网络:通过实时捕捉市场需求与资源禀赋数据,自主识别适配的协作主体,无需

人工干预即可形成柔性化、开放化的价值网络;针对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动态生成定制化价值主张,
打破了传统价值主张的群体性、固定性局限。

最后,人工智能革新了价值创造的运行机制。 传统价值创造面临交易成本与机会主义风险的双重制

约,需通过契约设计、治理结构优化等方式降低协作成本。 人工智能结合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了交易信息的

透明化、可追溯,从根源上规避了机会主义行为,使交易成本趋近于零。 同时,其具备的实时数据处理与动

态调整能力,能够自动匹配价值创造网络中的各类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价值主张、网络结构与资

源供给的动态平衡。
人工智能下价值创造理论的核心演化形态表现为“数字平台价值共创与共享”,其内涵在于以人工智能

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数字平台打破主体边界、信息壁垒与资源约束,链接多元价值主体,以数据协同与

算法优化推动动态化价值共创,并基于公平机制实现价值成果的普惠共享,重构了“主体互联-资源整合-价
值生成-成果共享”

 

的全链条价值创造逻辑[61] 。 一方面,人工智能平台突破传统价值链的线性局限,将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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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主体纳入开放生态,用户不再是被动消费者,而是参与产品设计、服务优化的共创者,供应商与企业

形成实时响应的协同关系。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挖掘用户需求数据、分析资源禀赋差异,动态生成定制

化价值主张,实时优化资源配置与协作流程,实现需求、资源与价值的动态化精准匹配。 海尔卡奥斯工业互

联网平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通过整合跨行业产能、技术与用户需求数据,进一步推动供应商、制造商、用户

协同研发定制化产品,实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价值成果的多方共享。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要素、技术体系深刻嵌入到组织管理活

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随着技术从机械技术、信息技术向智能技术的跃迁,管理学的学科版图持续拓展,从传统

的生产运营与组织管理,延伸至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数字化转型管理,并进一步扩展到智能治理、算法监管等

新兴交叉领域,呈现出不断分化与融合的态势。 与此同时,研究范式也经历了从早期经验总结与逻辑推演,到
科学管理时期引入实验测量,再到信息时代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分析与建模的演进。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

智能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解构传统产业组织边界,催生出跨知识领域、跨组织边界的新型产业组织和企

业组织形态,也推动管理学研究范式朝着更加数据密集、计算驱动与多学科融合的方向发展。 本文立足人

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技术-经济范式,其推动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管理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工具

及管理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下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产生了全方位的冲击与

颠覆,集中体现为人性假设理论、战略决策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与价值创造理论的系统性冲击与颠覆。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逐步从弱人工智能主导的准管理主体或者类管理主体逐步走向基于强人工智能的

强管理主体,其参与人类决策管理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为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管理

学理论体系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技术-经济范式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有待学界与业

界开展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
第一,人工智能作为强管理主体的决策方法与决策评估体系研究。 传统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管理者决策

方法主要依赖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的经验主义及科学主义为依据开展系列决策活动,决策评估高度依赖于

整个组织的绩效反馈及领导者-员工的正向循环反馈系统,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管理主体其主导管理决策

是否持续能够以人的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并融合人的道德伦理、情感判断及管理情境的特定要

求开展决策分析,即立足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管理决策下的人机融合决策方法体系有待学界开展深入研究。
 

第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型管理模式研究。 自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模式集中凝结了特定的管理主体

与管理对象之间的管理方法论及实践智慧,面向人工智能下的管理学重塑过程中其必然伴随着新型管理模

式的诞生,需要立足人本主义和向善主义为逻辑起点,系统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平台管理模式、数字智能

管理模式下新模式与新机制。
第三,基于人工智能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 企业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主体和科技创新主体,更是作为社

会属性下的社会主体和社会单元,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及管理工具全方位冲击与颠覆企

业组织形态及组织价值创造范式的过程中,必然对企业履责主体、履责对象、履责范畴及履责实践范式产生深

刻性变革,未来需要加快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及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特别是将人

工智能作为新型企业数字责任纳入到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及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范畴,探索以人

工智能驱动企业组织更好地融入社会并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共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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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given
 

rise
 

to
 

a
 

new
 

technology-economic
 

paradigm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hich
 

exerts
 

comprehensive
 

impacts
 

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nagement
 

and
 

fundamentally
 

disrupts
 

the
 

underlying
 

logic
 

and
 

certain
 

theories
 

supporting
 

it.
 

As
 

a
 

new
 

technology-economic
 

paradigm,
 

AI
 

deeply
 

participates
 

in
 

management
 

activitie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nagement
 

theories
 

( namely,
 

“ manageme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ubject,
 

management
 

object,
 

management
 

tool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models”).
  

Specifically,
 

AI-driven
 

shifts
 

in
 

the
 

“ technology-economy”
 

paradigm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agement
 

environments
 

toward
 

intelligent
 

and
 

ecological
 

systems.
 

AI
 

agents
 

emerge
 

as
 

key
 

decision-making
 

subjects
 

in
 

management.
 

Management
 

objects
 

shift
 

from
 

physical
 

spaces
 

to
 

hybrid
 

digital-physical
 

systems
 

involving
 

“ humans,
 

objects,
 

data,
 

and
 

algorithms ”.
 

Management
 

tools
 

evolve
 

through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toward
 

greater
 

intelligence.
 

And
 

new
 

models
 

and
 

mechanisms
 

such
 

as
 

super
 

individuals,
 

intelligent
 

operations,
 

and
 

platform-based
 

ecosystems
 

take
 

shape.
 

Meanwhile,
 

the
 

pervasive
 

integration
 

of
 

AI
 

fundamentally
 

challenges
 

the
 

core
 

premise
 

of
 

“human
 

agency”
 

in
 

management,
 

generating
 

systemic
 

disruptions
 

to
 

four
 

foundational
 

theoretical
 

domains:
 

human
 

nature
 

assumption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value
 

crea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ecision-mak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for
 

AI
 

as
 

a
 

powerful
 

management
 

actor,
 

explore
 

new
 

management
 

models
 

driven
 

by
 

AI,
 

and
 

constru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overnance
 

framework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economic
 

paradigm;
 

management;
 

theoretic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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